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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的法制比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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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中国历史上不论哪个民族建立的政权,其统治都需要通过法制来保障实现,法制是

映。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下产生的法制,由于受阶级性质、社会传统影响,存在着某些本

历史条件、民族因素的作用,存在显著的差别。北朝是第一个统一中国北方的稳定的少

个统一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。这两个朝代的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都是各具特色。现

的法制为例,进行具体分析,比较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法制与汉族法制的区别和联

 

    一、南、北朝法制 

    法制,其内容包括立法情况、法律形式、刑罚内容、司法制度等方面。考察南北二朝的法制

两者最主要的联系在于刑罚内容的某些相同、相通之处。这是由于两个朝代所处的历

决定的。这种相同、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:首先,刑罚以维护封建国家统治为中心,严

益；其次,由于长时期以来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，刑罚内容也无不处处体现着

理纲常”和“礼教风化”的维护。 

    除了刑罚内容上的某些相同、相通之处,南北朝法制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,从总体上

法。从南、北朝法制对后世的影响上可见一斑:南法至陈亡而绝；北法却在当时特定的

为隋唐以后封建社会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——“唐宋以来相沿之律,皆属北系”[1]

    北朝是鲜卑民族统治中国黄河流域先后建立的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五

立北朝政权以前,早期习惯法十分简陋。《魏书·刑罚志》云:“魏初礼俗纯朴,决辞

囹圄考讯之法,诸犯罪者,皆临时决遣。”可见当时鲜卑民族的法律文化相对于中原汉

建设可以说是一张白纸。然而北魏建立以后,鲜卑统治者马上积极地推行汉封建化政策

制落后的地方;同时又根据民族政权发展的需要,溶入北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精髓—

犷、务实、上进、入世的立法作风,以此来抵制魏晋以来社会上浮华、颓废、无为、出世的

响,开创北朝法制建设生动积极的局面。 

    北朝法制建设的优秀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 

    1.立法规模宏大、立法趋于专业技术化。 

    北朝五个朝代都各有代表性法典,且立法各有建树。北朝最高统治者对法制建设给

规模的立法活动,派律学专家主持,更兼有众多参议大臣、官员提出各方面的建议和意

孝文帝主持立法活动,多次召集群臣聚议一堂,有疑决者,亲自决断;乃至于亲笔润饰科旨

学家崔浩、高允、游雅等人都参加了魏律的编撰。北齐皇帝高洋也亲自参加了齐律的制定



等数十人进行参议。 

    北朝立法不仅着眼于当前社会统治的情况,还善于对历史上各朝的立法经验进行

法律典,考究以辩真伪,古为今用,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,在这一点上,《北齐律》颇具代表性。《北

科条,校正今古所增损十有七八。”[2] 

    2.律典形式的改革 

    北朝法律一改秦汉以来法律条文繁苛混乱的情况,法条明省简要,形式趋于科学化、

格》,以格代科;西魏创“式”,北齐有“权令”与“格”、律并行,开唐代以后法律形式

“格”、“式”之先河。 

    3.法律内容反映社会改革。 

    北朝的法制建设与当时国家的政治、经济改革紧密相关,是国家政策的反映和保障。均田制、租

制、三长制等经济、行政制度改革都反映在北朝的法律之中。另外,由于鲜卑民族吸取了

刑思想的影响下,北朝的刑罚较前代有所改革。使传统的五刑由繁苛逐步走向宽简。北魏法律

之律,废除门房之诛;北齐彻底废除宫刑;北魏、北齐还依据“赦死从流”的刑罚原则

的增加减少了死刑和肉刑的滥用,从此流刑为历代沿用不改。这些改革都是法制进步

下面再看与北朝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的南朝汉族政权的法制。 

    南朝处于江南富饶之地,不乏文人学士,历经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朝代,在法制建

代法制的总结损益,也少有对现世法制的改革和对后世法制的启示和影响。宋、齐两

区别,在于“赎,兼用绢,不尽用金”[3]。梁朝时,梁武帝下诏修订梁律,也不过是对晋

之朝,法制建设的局面可谓死气沉沉。其原因在于以士族集团为代表的南朝统治阶级

望,腐朽没落,偏安南方,把精神和意志寄托在玄学和佛教上,崇尚释老,“以清淡为高逸

气弥漫,与北朝大刀阔斧进行法制建设形成鲜明的对比,值得我们思考的是,北朝和南朝同

迭,北朝无论哪个统治者当权,都无一例外地重视法制建设;南朝统治者则除了夺权,无

设,因而只能造成南朝各朝廷的短命和政治局面的黑暗混乱。 

    二、元、明朝法制 

    元朝是蒙古族统一中国以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。元朝同样在进行法制建设时吸收了古老的中原法律文化。

同时,元朝的法制也大量溶入了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的法律文化,使元朝一些法律原则和刑

族文化意识。在这种民族文化意识的影响下,元朝的法律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。

    1.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蒙古统治者以欧亚大陆的征服者自居,怀有强烈的民族

见。各族人民被划分为社会地位不同的等级,在法律上也占有不同的地位。蒙古人犯罪享有

到不同程序的的照顾。等级越低贱的人受到的刑罚处罚越严厉。同罪异罚、案件区别

制度的产物。 

    2.确认蓄奴合法 元朝的奴婢,或称驱口,处于最受压迫的社会低层。元法规定了奴

役管理和犯罪处理。奴隶在法律上的地位与牛马无异。元朝法律对蓄奴的认可和规定是一

    3.僧侣享有特殊法律地位 元朝受蒙古民族传统习惯的影响和为了麻痹人民、巩

受到国家法律的特殊保护和优待;高级僧侣还有权 

    干涉僧俗案件的审判。《新元史·刑法志》中以专章记载了《蒙古人及僧道讯断

推崇还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法律制度:“修佛事释重囚”,使国家刑罚制度受到了宗教的

    4.保留了某些蒙古习惯法 元朝法制在某些法律原则和刑罚内容上保留了蒙古民族的

通婚;不禁止同姓通婚;兄、弟、父、叔死亡可以娶其嫂、弟媳、后母、婶母为妻,等等

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的反映,与儒家“正统”观念有很大的差别。 

    元朝法律制度处处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。客观地看来,元朝法制中的等

度、特权制度,甚至一些刑种如“黥刑”,都体现出法制退步的倾向。民族矛盾、阶级

的灭亡。那么取代元朝的明朝,在法制上又有怎样一些变化呢? 

    明朝的建立恢复了汉族的政权。民族矛盾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;儒家思想的影

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使蓄奴制度趋于瓦解。时代背景的变化,使明朝法律

心也和元朝有所不同了。 

    明朝法制的指导思想是“刑乱国用重典”,刑罚非常严苛。明朝处于封建社会末



明初统治者朱元璋认为元朝亡于“宽纵犯罪”,所以应当吸取教训,重刑治国。在这种

治者不仅残酷镇压广大人民,在统治集团内部用刑也十分严厉。明太祖重典治吏,制定《明大

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过的案例汇编。其刑罚严酷之极,如贪赃罪不论赃物多少一律

示众”。而元朝大量官吏由蒙古贵族和僧侣担任,“挟情之吏,舞弄文法,出入比附,用

数以赦宥”。[4]国家吏治极其腐败混乱。所以说“元之刑法,其得在仁厚,其失在乎

治的不同态度是元、明朝法制的主要区别之一。 

    明朝的刑罚手段也发生了变化。在《大明律》中规定了“凌迟”的死刑执行方式

“终身”、“永远”两种,永远者罚及子孙,十分残酷。这些刑罚手段都是重刑思想的

    明朝法制中关于经济犯罪惩处的内容有很大的增强,对土地、户口、抢窃、偷盗

收、盐茶的制造经营等规定都比元朝法制更为详细。 

    明朝建立了充分体现极端君主专制的司法制度,审判大权完全由皇帝严格控制,并

(直接听从皇帝指挥)行使审判权的现象。比之元朝司法权泛滥的情况,明朝又走向了

    元朝、明朝法制既有上述显著区别,也不乏共同之处。比如:通过刑罚残酷镇压农

作用、编例盛行,造成法律形式的混乱和法外用刑的普遍存在。 

    纵观南朝、北朝、元朝、明朝的法制,我们可以看到,不论是汉族政权,还是少数

建社会性质的法制,都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心来调节各种社会秩序和关系。另一方面

素和时代背景的影响,各有益弊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,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有

有好有次。优秀的法制,在于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与汉族法律文化结合起来,扬长避短

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。笔者认为,北朝法制之所以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根本原因在于北法

成”、“定律能综合比较,取精用宏,所以成此伟业,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所致也。

准乎礼得古今之平”的唐律的制定打下了基础。而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元朝,却由于

立法、司法、刑罚上的某些退步,形成一种狭隘、偏执的法制思想,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


